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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海员被遗弃事件的本质是跨国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其有效治理需要国际合作机制的充分实施。 然而,
现行相关国际法治并未遏制该事件在全球范围的广泛发生。 从现实需求和治理困境两方面研究海员被遗弃处置机

制的完善动因,现有处置机制中存在的成员国国内法冲突、船旗国管辖缺位以及港口国缺乏统一、有效的处置程序

等治理困境,凸显了治理机制碎片化、国际规则存在模糊、单边主义造成国际合作机制失灵等系统性问题。 鉴于此,
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国际合作机制可向责任明确、程序清晰、共建共享的方向进行完善,可从明确处置原则及具

体责任、建立健全程序衔接条件与流程化的信息反馈机制、设立海员救助应急专项基金三方面进行探索。 最后,对
中国因应提出统筹推进船员权益保障领域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参与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国际治理两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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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ature
 

of
 

abandonment
 

of
 

seafarers
 

is
 

a
 

issue
 

of
 

transnational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its
 

effective
 

govern-
ance

 

requires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However,
 

current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has
 

not
 

prevented
 

the
 

occurrence
 

of
 

such
 

incidents
 

on
 

a
 

global
 

scal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as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eafarers’
 

abandonment
 

disposal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ctual
 

needs
 

and
 

governance
 

dilemmas.
 

The
 

existing
 

disposal
 

mechanism
 

includes
 

governance
 

dilemmas
 

such
 

as
 

conflicts
 

in
 

the
 

domestic
 

laws
 

of
 

member
 

states,
 

absence
 

of
 

flag
 

state
 

jurisdiction,
 

and
 

lack
 

of
 

unified
 

and
 

effective
 

disposal
 

procedures
 

for
 

port
 

states.
 

These
 

dilemmas
 

highlight
 

the
 

systemic
 

problems
 

of
 

fragmentation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ambiguity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caused
 

by
 

unilateralism.
 

In
 

view
 

of
 

this,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handling
 

the
 

abandonment
 

of
 

seafarers
 

can
 

be
 

improved
 

in
 

the
 

direction
 

of
 

clear
 

responsibilities,
 

clear
 

procedures,
 

and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lso
 

shall
 

be
 

explored
 

in
 

three
 

aspects
 

from
 

clarifying
 

disposal
 

principles
 

and
 

specific
 

responsibilities,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procedures
 

for
 

linking
 

conditions
 

and
 

procedural
 

information
 

feedback
 

mechanisms,
 

and
 

establishing
 

the
 

special
 

fund
 

for
 

res-
cue

 

and
 

emergency.
 

Finally,
 

China
 

has
 

proposed
 

two
 

key
 

points
 

for
 

coordinating
 

and
 

advancing
 

the
 

domestic
 

rule
 

of
 

law
 

and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in
 

the
 

field
 

of
 

the
 

protection
 

of
 

crew’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
tional

 

governance
 

of
 

the
 

abandonment
 

of
 

seafa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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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航运业的国际性与风险性,海员被遗弃事

件的治理天然属于全球海事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海事组织(简称 IMO)充分认识到海员在支持航

运可持续性发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

新冠疫情)和保障全球物流供应链中所作出的贡献,
将 2021 年“世界海事日”的主题确定为“Seafarers:at

 

the
 

core
 

of
 

shipping’ s
 

future” (海员:航运未来的核

心)。 然而,海员被遗弃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而持

续地发生。 2018 年 10 月,荷兰籍“ Miss
 

Gaunt”轮及

船上 8 名印度尼西亚籍海员被遗弃在印度。 国际组

织一直致力于为被遗弃海员获得有效帮助提供立法

支持,《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简称 MLC
 

2006)的

第一部修正案(简称《 2014 年修正案》) 专门围绕

“海员遣返和相关船东责任的财政担保体系” 进行

了规定。[1]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海员职业

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多变,被遗弃的海员数量在

2020 年达到了历史新高①。 据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

会(简称 BIMCO)估计,截至 2020 年 9 月,约有 40 万

名需要遣返的海员因新冠疫情大流行而滞留在海

上,一些被遗弃的海员长达 18 个月无法回家②。
IMO 将 2020 年与 2021 年“世界海员日”的主题分别

确定为“ Seafarers
 

are
 

key
 

workers” (海员是关键工

人)与“Fair
 

future
 

for
 

seafarers” (为海员创造公平的

未来)的举措充分表明,《2014 年修正案》未能有效

减少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发生频率或提升解决效率,
海员基本权益仍得不到充分保障。 笔者以全球被遗

弃海员数据库为基础,分析《2014 年修正案》及相关

机制的实施效果,重点研究完善处置海员被遗弃事

件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动因与路径,并对中国因应提

出要点建议。
　 　 一、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适用国际合作
机制的必要性
　 　 (一)海员被遗弃事件的跨国性之诉求

全球化是当今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全球化既是

世界问题的解决手段,又同时产生着新的世界问

题。[2]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关联、相互依

存和更加容易受到相互伤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

全球规模与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方法的局限性之

间也表现出更加不相适应的危险,人类对全球治理

的需求应运而生。[3]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

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主要对象。 相比传统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

性,其治理难度大、过程长、综合性强。[4]

海员被遗弃事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发生威胁

着非传统安全中的人权安全和贸易运输安全。 该事

件大量发生且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对被遗弃海员

及其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还会对各国港

口通航安全与营运效率、航运业可持续性发展以及

国际贸易畅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海员被遗弃事件

是典型的跨国性和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
应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离不开有效的国际合

作。[5]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需要各方合作与协调,以迅速解决问题。 海员被遗

弃事件发生后,一方面,船旗国应在第一时间采取必

要措施督促船东继续履行相应责任,或由船旗国驻

当地使领馆组织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全球各港口国

对被遗弃海员及船舶采取紧急措施是保障海员生命

安全、船舶安全及港口附近水域通航安全的重要环

节。 从处置的参与主体上分析,涉及船东、船旗国主

管机关、港口国主管机关、保险公司、船舶代理、以及

以 IMO 和国际劳工组织(简称 ILO)为代表的国际组

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从涉及领域上分析,涉及国际人

权保障、海事安全、贸易运输、航运可持续发展,甚至

还可能涉及港口附近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 处置海

员被遗弃事件中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涉及领域的多

面性、治理区域的国际性都超越了一国或某一组织

的治理能力,必须依赖国际合作进行共同治理。
(二)国际公约结构特点与执行特点之要求

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的最佳路径

是法治化。[6]作为国际海事法规体系的四大支柱之

一,MLC
 

2006 对船东遗弃海员的行为进行了规定。
IMO 采纳了关于预防海员被遗弃财务担保的 A. 930
(22)决议,与 ILO 联合组成关于海员死亡、受伤和

被遗弃的责任和赔偿问题的特别专家小组,为《2014
年修正案》中制定被遗弃海员的财务担保的强制规

定奠定基础。 《2014 年修正案》修改了 MLC
 

2006 中

规则 2. 5 遣返和规则 4. 2 船东责任相关部分,明确

成员国须确保悬挂其旗帜的船舶配备符合要求的海

员被遗弃的财务担保系统。

①

②

参见 IMO:World
 

maritime
 

theme
 

2021—“Seafarers:at
 

the
 

Core
 

of
 

Shipping’ s
 

Future”—Message
 

by
 

IMO
 

Secretary-General
 

Kitack
 

Lim,访问网
址:https: / / wwwcdn. imo. org / localresources / en / MediaCentre / Documents / World%20Maritime%20Message%202021%20-%20IMO%20Secretary-Gener-
al. pdf。

参见 BIMCO:New
 

Film
 

from
 

BIMCO
 

Calls
 

on
 

Decisionmakers
 

to
 

Support
 

Seafarers,访问网址:https: / / www. bimco. org / news / priority-news /
20210527-new-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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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被遗弃事件中国际法治的核心是规则的效

力及执行问题。 MLC
 

2006 及其《2014 年修正案》的

结构特点与执行特点决定了该公约的有效实施须通

过充分适用国际合作机制来实现。
1. 公约结构特点:软法与硬法兼顾

软法起源于国际法领域并广泛存在。[7] 随着国

际秩序变革、治理目标多元化、公私法的融合、全球

治理理论的兴起,单纯通过硬法的控权机制出现了

一些缺陷和不足,在国际劳工权益保障、全球海洋治

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尤为凸显。 软法凭借柔性机制

与灵活性的特点在国际海事条约中大量出现,通过

硬法与软法的互动协调可推动全球海事治理的完善

与变革。
MLC

 

2006 将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编排在

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中。[8]47 公约总体框架设计上除

序言和附录外,正文分为条款、规则和守则三部分,
其中守则由 A 部分强制性标准和属于软法的 B 部

分建议性导则组成。 原则性的要求主要在条款和规

则中提出,具体的细节性和技术性要求主要在守则

中体现,这种多层次、立体型的公约立法结构和编排

技巧具有独特性。[9] MLC
 

2006 及其《 2014 年修正

案》一方面通过“标准 A2. 5. 1-遣返” “标准 A2. 5. 2-
财政担保” “标准 A4. 2. 1-船东的责任” 和 “ 标准

A4. 2. 2-合同索赔的处理”就海员被遗弃事件中所涉

及到的基础性、重要性、底线性的事项作出了强制性

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导则 B2. 5. 1-应享权利” “导则

B2. 5. 2-成员国实施”“导则 B4. 2. 1-船东的责任”和

“导则 4. 2. 2-合同索赔的处理” 就海员被遗弃事件

中所涉及到的其他事项作出了建议性、指引性规定。
软硬兼顾的立法结构安排一方面允许成员国通过灵

活的手段保障公约规定的原则和权利得以实施,有
助于 MLC

 

2006 及其修正案尽快获得广泛接受。 但

另一方面,大量建议性、指引性规定的充分实施需要

各成员国的自觉履行及相互协调。 正如著名国际法

学家王铁崖教授所言,国际法在制定与运行的过程

中,极大地依赖主权国家的自我约束,以条约为主要

组成部分的现代国际法本质上是协调意志的

产物。[10]

2. 公约执行特点:船旗国与港口国共治

较国内法而言,因缺少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力机

构,国际法呈现出一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平行规

制模式。[11] MLC
 

2006 通过船旗国检查、发证制度和

港口国监督制度保证公约的有效实施。 船旗国向符

合公约及国内法要求的船舶签发海事劳工证书和劳

工符合声明,以此执行船旗国检查、发证制度。 与船

旗国相比,港口国承担补充责任,以对到港船舶进行

检査的方式,确保船东遵守公约项下各项责任。 港

口国的管辖权实现了扩张并通过公约的形式确立了

其海事管辖权的国际法基础,港口国监督制度因此

成为了船旗国履约的重要补充,其与船旗国履约共

同筑起了保障海上安全的防线。[12] 时至今日,港口

国监督区域合作组织所监督的范围已基本覆盖全

球。 从国际法层面考察,港口国监督制度的权利基

础来源于国际公约的授权和国家主权。 首先,港口

国监督是各国政府在国际公约①框架内实施的行

为,以便确保海上人命、海上财产和海洋环境的安

全。 其次,在国家主权原则下,国家可以行使属地管

辖,对发生于本国境内的事务予以相应的处置。 不

同于 ILO 以往所制定的国际公约,MLC
 

2006 通过

“非更优惠待遇原则” 将本公约对成员国的责任扩

大至非成员国。 有学者指出,此制度符合国际习惯

形成的情形,具备国际法理基础。[8]60

具体到治理海员被遗弃事件中,MLC
 

2006 及其

修正案构建了以船东为第一责任主体、船旗国为保

障主体、港口国和海员国籍国提供辅助义务的被遗

弃海员权利保障机制,更需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
船旗国履行检查义务,要求船东在船上携带一份由

财政担保提供者签发的财政担保证书或其他财政担

保证明文件。 通过港口国监督制度,MLC
 

2006 的

“非更优惠待遇原则” 使得非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

也需遵守该公约,即港口国监督机制将提供财务担

保制度在内的公约强制标准扩展适用于前往成员国

港口停靠的非成员国船舶。 非 MLC
 

2006 及其修正

案的成员国的船舶或未携带有效证明文件的船舶,
将面临更为详细的港口国检查,此举较有力地保障

了公约项下船东、船旗国、港口国对于处置船员被遗

弃事件中责任的承担。

　 　 二、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国际合作机
制的完善动因
　 　 (一)现实需求:海员被遗弃事件数量不减反增

2004 年 1 月,IMO 总部举行的第 5 次联合工作

组会决定建立海员被遗弃事件数据库,以透明化和

信息化的方式监测海员被遗弃事件。 该数据库由

① 如《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及其议定书、《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其议定书、《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及其议定书、《1978 年
船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和 MLC

 

200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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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 和 IMO 共同管理①,列出了 ILO 收到的全球各港

口的海员被遗弃事件及海员当前的生活状态。
截至 2021 年,IMO / ILO 被遗弃海员数据库共列

出了 583 起遗弃事件,约 7
 

600 名海员受影响。 其

中,315 个案件得到解决,124 个案件有争议,82 个

案件处于不活跃状态,仍有 62 个案件未解决。
2012 年至 2016 年,每年海员被遗弃事件数集中

在 11 至 21 件不等。 然而,《2014 年修正案》生效的

2017 年登记的遗弃事件数量突增到了 54 件。 2018
年至 2019 年情况虽稍有好转,但是随着 2020 年初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仅在这一年里登记

的全球海员被遗弃事件数量显著增长,达到 85 件。
而 2021 年情况愈发严重,登记的全球海员被遗弃事

件数量达到了惊人的 95 件。
《2014 年修正案》的实施不仅没有减少海员被

遗弃事件的发生,而且也未有助于被遗弃事件发生

后的解决。 前述 62 个未解决的案件多数集中发生

在 2017 年至 2021 年,共计 58 件,占总体未解决案

件的 93. 5%。
从船旗国角度分析,2017 年至 2021 年,被遗弃

船舶数量前三位的船旗国是巴拿马(142 艘)、利比

里亚(37 艘)和多哥(26 艘),均为方便旗国家船籍。
从港口国角度观察,2017 年至 2021 年,发生遗弃船

舶事件数量前三位的港口国是阿联酋(48 件)、中国

(28 件) 和土耳其(28 件)。 从海员提供国角度统

计,2017 年至 2021 年,被遗弃海员的国籍集中于印

度(796 名)、乌克兰(457 名)、菲律宾(417 名)、缅
甸(305 名)和中国(297 名)。

从上述统计分析可得知,自《2014 年修正案》实

施以来,被遗弃海员数据库所统计的海员被遗弃事

件数量不减反增,事件发生后的解决效果也未得到

改善。 其中,被遗弃船舶数量最多的船旗国为巴拿

马,占比为 24. 3%;遗弃事件发生最多的港口国为阿

联酋,占比为 12. 1%;遗弃海员中印度国籍最多,占
比为 3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巴拿马、印度与菲律

宾等均为《2014 年修正案》 的缔约国。 《2014 年修

正案》及相应处置机制对于减少海员被遗弃事件的

发生、保障海员权利并没有起到国际组织和各成员

国所设想的作用。
(二)治理困境:存在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不足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海员治理空前关注,但
是在新冠疫情面前,全球海员治理体系的“赤字”与

“短板”暴露无遗,成千上万的海员无法下船回家或

上船工作,被遗弃海员数量屡创新高,这场人道主义

危机威胁着全球贸易和航行安全。 《IMO 法律委员

会第 108 届会议工作报告》中指出,海员被遗弃事件

数量在 2020 年较上一年增加超过一倍,但这只能部

分归因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此外还有船旗国和港口

国在履行其为海员遣返提供便利的义务方面存在全

球范围内的系统性不足的因素。
1. 各成员国国内法存在冲突

海员被遗弃事件处置机制的实施仰赖于各成员

国国内法的具体规定。 然而,各成员国对此立法并

不统一,从而产生了法律冲突,具体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调整范围的规定不同。 如西班牙法

律认为:派遣到船上工作的海员应当由船旗国法予

以调整。 而法国海洋法现行规则则规定:一艘悬挂

法国国旗的船舶不能被视作法国领土的一部分,因
此,那些登记在法国的船上的非法国籍海员不适用

法国法律。[13]

第二,对于船东遣返义务能否终止或免除的规

定不同。 新加坡是亚洲最早加入 MLC
 

2006 的国家。
除借鉴公约内容外,《新加坡 2014 年商船(海事劳工

公约)(遣返)条例》在对船东遣返义务的终止和免

除方面对公约作出了补充,除船东已将海员送返到

海员指定目的地的情形外,海员在船东遣返义务履

行过程中自身行为失当也构成对船东遣返义务的免

除。 而作为海员输出大国的菲律宾没有专门保障外

派海员权益的法律,而是将其纳入劳务输出立法中

作统一规定。 《海外劳工与海外菲律宾人法》 规定

海员在境外发生合同到期等适用遣返的情形时,船
东或其雇主应当负责海员遣返并支付相应期间的工

资,即使海员是由于违纪等原因在港口国被解雇,船
东或雇主仍应向其提供住宿,并负责将海员由空路

或海路遣返回菲律宾,但该费用可在海员完成遣返

后,根据劳工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向海员追索。[14]

第三,对于船东以外的主体是否有遣返义务的

规定不同。 《英国商船法》 在第三部分“船长和船

员”中规定了救济及遣返费用等内容:对于受雇工作

在悬挂英国国旗船舶上的海员,如若被遗弃在英国

以外的国家,最后雇佣该海员的雇主或机构应当负

责海员的生活维持和遣返费用。 《美国商船船员保

护和救济法》规定领事馆应当以最为适当的方式向

① 参见 ILO:Database
 

on
 

Reported
 

Incidents
 

of
 

Abandonment
 

of
 

Seafarers,访问网址:https: / / www. ilo. org / dyn / seafarers / seafarersbrowse. list? p_
lang = en&p_sortby = ABAND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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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籍贫困海员提供帮助,以使其能回到美国港口,
该笔费用由美国政府承担。 同时,该法为被遗弃在

海外的本国籍海员的遣返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
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应将本国被遗弃海员带回。 这

既提高了海员遣返效率,又有效降低了遣返成本。
2. 船旗国管辖出现缺位

“在国际海事法中船旗国对其所属船舶的管辖

权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国家不仅可以自由地授予

船舶国籍、对其所属的船舶进行登记管理、决定船舶

的安全航行标准,而且船旗国在其所属船舶公海上

或其他国家航行时,能在许多问题上对其所属船舶

进行‘长臂管辖’。” [15]然而,管辖权既是权利也是责

任。 近年来,海事公约监督执行的重点从船旗国慢

慢向港口国转移。 这种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方便旗”船舶的泛滥、新兴环保主义的崛起以及海

事活动的日趋复杂化。
MLC

 

2006 及其《2014 年修正案》所构建的被遗

弃海员权利保障制度突出强调了船旗国的主体责

任。 然而,在船舶开放登记制度被广泛采纳的情况

下,“方便旗”国家客观上不能、主观上不愿良好履

行船旗国的管辖责任。 即便是非方便旗国家,对远

在千里或万里之外的海员被遗弃事件进行快速、有
效的处置也困难重重,无法有效控制,突出表现在信

息沟通不畅与事件处置不彻底。 IMO / ILO 被遗弃海

员数据库显示,一方面,部分案例中出现救助被遗弃

海员的非政府组织(简称 NGOs)、ILO 无法与船旗

国、船东顺畅获取信息,影响救助效果的情形;另一

方面,部分案例虽然在船东互保协会和船旗国等利

益方推动下出现向好迹象,但受船舶安全配员要求、
船东偿付能力限制,会造成海员遣返时间滞后、海员

工资支付不足或不及时等情况。
同应对海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样,有效、及时

的干预是处置被抛弃海员事件的关键,以此避免事

件朝难以控制的方向恶化。 2020 年 1 月 23 日,英国

籍豪华邮轮“钻石公主”号发生新冠疫情。 此时,船
旗国并未对“钻石公主”号进行有效、及时的管辖和

控制。 2 月 3 日,邮轮靠岸横滨港,日本厚生劳动省

人员上船检查,此时船上已有 120 名旅客发热或咳

嗽,最终感染者超过 700 人,演化成影响日本至今的

疫情灾难。 在以 MLC
 

2006 为代表的国际海事公约

的制度设计下,船旗国居主导地位,港口国与船员提

供国仅起到辅助作用。 但是,从履约现状出发,海员

被遗弃事件的有效治理,需进一步发挥港口国监督

制度的积极作用。

3. 港口国缺乏统一、有效的处置程序

国际上将港口国监督制度誉为“安全网”和“最

后一道防线”。 然而,现行港口国监督制度已不适应

全球海事治理环境的变化。 一方面,对于船舶及船

上海员的被遗弃处置、疫情船防治和海员换班等全

球性挑战,客观上国际公约没有统一的港口国处置

程序进行有效应对,主观上部分港口国仅从本国利

益出发也不愿积极履行处置义务。 另一方面,现有

港口国监督制度无法有效协调各方力量以解决所面

对的跨国性问题与全球性挑战。 上述两方面突出表

现在港口国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的介入处置阶段责

任不明确,船旗国、海员提供国与港口国共同处置海

员被遗弃事件的国际合作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此外,MLC

 

2006 和《2014 年修正案》对船旗国、
港口国和海员国籍国的生效阶段也可能存在不同,
即便是 MLC

 

2006 的成员国也未必天然适用《2014
年修正案》。 如中国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正式批准

加入 MLC
 

2006,但未批准加入《2014 年修正案》,至
今仍在等待批准声明。 因此,中国无法依据《2014
年修正案》对停靠在中国港口的外国籍船舶进行港

口国检查,同时,悬挂五星红旗的船舶在非《2014 年

修正案》成员国或地区港口停靠时,可不适用《2014
年修正案》。 公约生效阶段的多样性,更增加了处置

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复杂性。

　 　 三、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国际合作机
制的完善路径
　 　 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暴露出的成员国国内法存

在冲突,船旗国管辖出现缺位以及港口国缺乏统一、
有效的处置程序等方面的治理困境,一方面体现了

海员被遗弃事件治理机制碎片化、国际规则存在模

糊的问题,另一方面更体现了海员被遗弃事件中存

在单边主义、仅从本国利益出发而造成国际合作机

制失灵的问题。
在无政府国际社会的有序状态下,国家之间的

合作才是国际关系的实质。[16-17] 国际社会逐渐认识

到现有的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国际合作机制的不

足。 2020 年,IMO 法律委员会第 107 次会议在深入

讨论的基础上同意于 2020—2021 和 2022—2023 双

年会议议程中新增一个关于港口国和船旗国当局如

何处理船员被遗弃案件的导则的产出,计划将在

2022 年完成。 2021 年 7 月,IMO 法律委员会第 108
次会议专题讨论了如何处理海员被遗弃案件的港口

国和船旗国当局指南,涵盖港口国和船旗国当局的

法律框架、处置原则与责任以及处置程序,并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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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海员紧急互助基金①。 鉴于此,处置海员被遗弃

事件的国际合作机制可向责任明确、程序清晰、共建

共享的方向进行完善。
(一)责任明确:处置原则及具体责任

分析海员被遗弃事件成因与治理可行性,各有

关成员在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时,应当按照如下四

方面原则进行具体责任承担。
一是船东是第一责任主体的原则。 船东在处理

海员被遗弃事件时承担首要及主要责任,范围如下:
承担公约下规定的财务担保费用(用于支付遣返费

用、支付根据雇用合同应支付给海员的未付工资和

应享权利以及提供医疗在内的基本需要);如未能对

海员履行合同责任,有义务通知保险公司并协助遣

返等事宜;支付海员遣返费用,支付未保险的工资和

相关费用,并与当地海员招募和安置机构协调替换

船员事宜(如为满足船舶最低配员要求)。
二是船旗国海事主管机关承担监督与首要补充

责任原则。 当船东不承担处理被遗弃海员案件的责

任时,由船旗国海事主管机关承担首要补充责任,范
围如下:通过其检查机制,确保公约基本需求得到满

足,必要时提供满足船舶最低配员要求的船员;在船

东没有能力时,由海事主管当局安排遣返;必要时,
请求并配合海员提供国共同解决。

三是海员提供国或海员国籍国海事主管机关承

担监督与协助责任原则。 海员提供国或海员国籍国

海事主管机关需要对派出的或本国被遗弃海员的求

救或船旗国海事主管机关发来的协助请求积极响

应,提供必要的协助,范围如下:与船旗国、港口国的

海事主管机关交换信息并保持沟通;督促船东或船

员外派机构采取行动;在船东或船员外派机构无能

力或怠于承担责任时,由海员提供国或海员国籍国

海事主管机关会同该国外交部门、驻外使领馆安排

遣返;必要时,请求并配合船旗国、港口国共同解决。
四是港口国海事主管机关承担事件通知与协助

责任原则。 港口国海事主管机关负责通知有关成员

国,并提供必要的协助,责任范围如下:促进实现海

员的财产安全保障,满足基本需求,提供医疗服务;
监督港口船舶的安全,必要时,协助更换船员,并对

船舶进行必要的维护;促进海员遣返;必要时,通过

适当渠道向船旗国和海员提供国发出正式通知。
国际制度促成合作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制裁惩罚

主动的不合作违规行为和通过服务纠正违心的不合

作行为。 由于在长期反复的国际交往中,国际制度

趋于奖励采取合作行为的国家、惩罚采取不合作行

为的国家,所以,国家会逐渐学会在制度框架中定义

或重新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弃短期的、较小的国

家利益,获取长期的、较大的国家利益。[18]因此,IMO
与 ILO 可联合建立“船东黑白名单”制度以及“成员

国处置被遗弃海员实施情况通报”制度,用以惩罚不

负责任的船东及成员国,表彰积极主动负责的船东

及成员国。
(二)程序清晰:程序衔接条件与流程化的信息

反馈机制

实践表明,仅对各方责任进行明确仍不足以充

分完善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国际合作机制。 清晰

的处置程序就像路标,指引责任方落实自身义务,充
分衔接各方力量。 根据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中所反

映的问题,在程序方面主要的完善方向包括界定责

任主体之间的衔接条件以及完善流程化的信息反馈

机制两方面。
一要明确界定责任主体之间的衔接条件。 处置

被遗弃海员的国际合作机制主要涉及船东、船旗国、
港口国、国际 NGOs 以及财务担保提供方(如有)等

责任主体。 当上一责任主体责任执行不到位,需要

下一责任主体,尤其是港口国介入处置时,相关介入

条件应得到明确,以促进其更好地开展处置工作,减
少介入后可能出现的推诿反复等问题。 介入条件的

考量因素建议包括:船东是否明确表示放弃船舶所

有权、上一责任主体处置时长、未取得有效联系的函

件次数或时长、是否获得 IMO / ILO 许可等。
当船东与船旗国均不承担相应责任时,港口国

可主导被遗弃海员的救助处置工作。 港口国应委托

第三方船舶管理机构临时管理该船舶,安排在船被

遗弃海员与第三方安全管理公司交接,并安排被遗

弃海员工资评估与支付、遣返回国等具体事宜;第三

方船舶管理机构因看管船舶所支出的费用由船东承

担。 港口国有权拍卖船舶,以支付临时管理船舶和

安排海员遣返的费用,且处置船舶和救助海员的必

要开销可以在船舶拍卖款中优先支付。
二要完善 “ 流程式” 信息通报反馈机制。 向

IMO / ILO 海员被遗弃数据库提供准确信息不仅是船

旗国的责任,也是港口国和有关各方的责任。 为有

效解决遗弃问题,多方需要以更有效的方式获取准

① 参见 IMO:Legal
 

Committee,108th
 

Session
 

(LEG
 

108),26-30
 

July
 

2021,访问网址:https: / / www. imo. org / en / MediaCentre / MeetingSumma-
ries / Pages / LEG-108th-.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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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资料以及案件进展情况。 因而,保持数据库更

新至关重要。 建议基于联合数据库,由 IMO / ILO 成

立联合工作组负责审核各方信息,及时汇总转发案

件信息,督促各方推进案件处理进程并通报案件停

滞的环节。 在完成事件处置后,还应总结相关方的

积极做法和有益经验,以供各方借鉴。
(三)共建共享:设立海员救助应急专项基金

2017 年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被写入联合国第 71
届大会“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成为全球经

济治理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19] 共建共享原则同样

可以适用于处置被遗弃海员领域的全球治理。 共建

就是各成员国及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协力合作,
共享就是全球海事治理的成果要为各成员国及各利

益相关方公平享有。
IMO 法律委员会第 108 次会议讨论了海员救助

应急基金的设立问题。 当船旗国主管机关、船东和

保险公司不提供或不完全提供快速有效的财务帮助

时,仅凭港口国海事主管机关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海

员被遗弃事件。 建议通过 IMO 倡导成员国共同建

立海员救助应急专项基金,及时垫付以解决发生在

各成员国港口的涉海紧急事件,重点解决诸如海员

被遗弃、疫情船防治和海员换班等全球性挑战所需

的应急费用。 同时规定,船东和经营人有义务向基

金偿还基金支出的垫付资金。 如果船东或经营人未

履行相应偿还义务,则在通知船东 72 小时后通过港

口国监督机制扣留或撤销该船的通关手续,并向法

院提起诉讼。

四、中国因应

中国是海洋大国、航运大国,也是船员大国。 截

至 2020 年,全世界十大港口中的 7 个在中国①。 同

年,中国共有注册海员 808
 

183 人②,占世界海员总

数的 40%左右。 充分把握全球航运大国和船员大国

身份,统筹推进海员被遗弃处置领域的国内法治和

涉外法治,积极参与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国际治理,承
担国际公约所要求的船旗国、港口国和船员提供国

义务,行使国际公约赋予的权利与国家主权权力,是
中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较好切入点。

(一)统筹推进海员被遗弃处置领域的国内法

治和涉外法治

中国船员立法存在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双重视

域,但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船员立法对相关国际公约

和国际船员立法趋势的借鉴较为缓慢。 涉外法治是

国内法治对外的延伸和拓展,属于国内法治的一部

分。[20]有学者指出,中国现行船员法律对船员社会

保障的规定未达到 MLC
 

2006 规定的程度,在符合中

国国情的前提下,船员立法的完善应借鉴和吸收外

国先进的船员立法。 借鉴国际船员领域法治成果,
关注海员被遗弃处置领域的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之

间的协同表达,是中国有效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的

重要方面。[21]

海员被遗弃处置领域的涉外法治建设,主要涵

盖批准加入相关公约与建立健全处置机制两类事

项。 一方面,2021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

交通安全法》(简称《海上交通安全法》)第 14 条规

定,中国籍船舶的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为

其国际航行船舶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海事劳工

证书,并在其第 4 款要求“就船员遣返费用以及在船

就业期间发生伤害、疾病或者死亡依法应当支付的

费用提供相应的财务担保或者投保相应的保险”。
该条对《2014 年修正案》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国内立

法转化,这为进一步维护中国被遗弃海员的权益提

供了法治保障。 但是,中国尚未批准加入《2014 年

修正案》,仍无法依据该修正案对其他国籍船舶行使

港口国监督权。 作为负责任的海事大国,中国更应

积极加入现有处置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国际法治体

系,继而参与国际法治秩序构建。 另一方面,《海上

交通安全法》 明确要求“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门、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健全船员境外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制定船员境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为船员在境外遭

遇包括被遗弃在内的突发事件的预警和应急处置提

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应着重借鉴《2014 年修正案》
及国际先进做法,对包括被遗弃在内的船员境外突

发事件的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进行完善。
海员被遗弃处置领域的国内法治建设,主要涵

盖船员人身与劳动权益保障。 《海上交通安全法》
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国家对船员合法权益进行维

护,保障船员的劳动安全和职业健康,这是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船员劳动保障领域的直接体现。
针对船员人身与劳动权益保障不够充分的问题,可

①
②

参见 Lloyd’s
 

List:One
 

Hundred
 

Ports
 

2020,访问网址:https: / / lloydslist. maritimeintelligence. informa. com / one-hundred-container-ports-2020。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 2020 年中国船员发展报告》,访问网址: https: / / xxgk. mot. gov. cn / 2020 / jigou / haishi / 202106 /

t20210625_3610590.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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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完善:一是系统构建船员权益保

障法律体系,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修订

并研究将其适时上升为法律,并以其为统领推动船

员权益维护的统一规范立法,明晰船员及相关利益

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分

工和法律责任;二是建立高效便捷的船员维权与投

诉处理机制,打造及运转流程化、高效、分工协作的

劳动监察、投诉处理、民事裁决和三方协调机制,彻
底解决各部门间职责交叉、错位及冲突等问题。

(二)积极参与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国际治理

在国际海事法治发展进程中,主要航运大国的

国家实践与政策主张对国际海事规则的形成起先导

作用。 诸多国际法规定孕育于国家理论之争与国家

实践的通常做法。[22] 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国内法治

与国际法治相互依存,互为支撑,借由一定方式进行

衔接,表现出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互动

状态。[23]具体到海事领域,国际海事条约是国际海

事秩序的载体,成员国一方面有义务通过履行国际

海事条约从而遵守既有国际海事秩序,另一方面也

应该通过递交提案的方式对国际海事条约进行修正

从而推动全球海事治理的完善。
作为港口大国及船员大国,中国应积极向国际

社会分享中国的良好做法,同时主动吸收国际先进

做法。 多层次、多元主体协作机制是中国有效开展

外国籍被遗弃海员事件处置或中国籍被遗弃海员境

外救助的基础。
当中国港口国监督检查官发现海员被遗弃事件

后,应立即上报给事件发生地海事分支机构,该海事

分支机构一方面开展调查与协调工作,另一方面应

尽快将事件上报至上级海事主管机关。 中国海事主

管机关在行使监督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国际公约

规定的通知义务及采取适当措施的义务,将被遗弃

事件通知船旗国海事主管机关。 鉴于船东是海员被

遗弃事件的第一责任主体,应首先由船旗国主管机

关监督船东履行主体责任,及时妥善解决海员被遗

弃事件。 当船东不承担主体责任时,船旗国海事主

管机关应承担首要补充责任,联系港口国代理、协调

各相关方解决海员被遗弃事件,中国海事主管机关

予以配合。 当船东不承担主体责任,并且船旗国海

事主管机关不履行管辖责任时,事件发生地海事分

支机构应承担必要的责任,并督促船舶代理和各相

关方解决遗弃事件。 同时,对于悬挂已加入《2014
年修正案》的国家船旗的船舶,船旗国海事主管机关

和中国海事分支机构可督促船舶代理同步联系保险

公司,提供快速有效的财务帮助。 当保险公司提供

快速有效的财务帮助后,海员被遗弃事件已基本解

决。 然而,当保险公司未提供或不完全提供快速有

效的财务帮助时,只能仰赖船旗国海事主管机关和

中国海事主管机关发挥与地方协调联动的效力,牵
头法院、公共安全维护部门、工会、社会保障部门以

及其他船公司共同解决遗弃事件。 此外,海员工会、
慈善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和部门也可以作出努力,
提供必要的支持,例如满足船员的基本需要、提供紧

急医疗服务、对船舶作必要维护,以安抚海员。
对于发生在境外的包括被遗弃在内的突发事

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船员境外突发事件处置程

序》规定了“谁派出、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处置

原则。 处置流程上包含前期处置、事件研判、会商机

制、后期处理以及结果评估。 在海事主管机关收到

相关信息的汇报或海员及其家属的求助时,应立即

启动预案并督促船东与船员外派机构采取行动,同
时与船旗国海事主管机关就此事取得联系。 当船

东、船员外派机构或船旗国主管机关拒绝承担或无

力承担遣返责任时,应动用船员外派备用金进行遣

返活动的组织。 对此,中国可借鉴日本相关法律或

《美国商船船员保护和救济法》 中对遣返境外被遗

弃的本国海员的具体规定,即如果在事件发生地附

近有悬挂中国国旗的船舶,且其目的地港在中国境

内,负责处置被遗弃海员的政府部门或海事主管机

关可函告该船将中国海员带回并对该船船东进行合

理的补偿或奖励。 此外,如果中国与海员被遗弃的

港口国通航,在不违背安全载员要求的情况下,领事

机构可协调相关航班将海员带回国内。 上述借鉴不

仅提高了海员遣返效率,还有效降低了遣返成本。
被遗弃海员顺利遣返并非意味着事件处置全部结

束,海事主管机关、其他政府部门还应依法对有违

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或个人进行处理,建立健全船东

信用管理机制,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最后,还需认真分析、总结、评估该事件,尽力避免类

似事件再发生。 递交相关提案与设置相关议题是中

国参与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国际治理的另一个不可或

缺的途径。 一方面可通过多边或区域合作机制,联
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船员大国共同向 IMO 法律

委员会递交提案,把单方利益诉求转化为国际社会

的共同诉求,梳理现有处置机制的不足之处与完善

路径,推进相关国际公约的制定与修改;另一方面,
中国应更充分地利用国际组织的平台作用,研究事

态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积极设置相关国际海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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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改变多年来中国参与国际条约制定过程中所采

取的“事后博弈”的方式。[24]例如预先研究海员救助

应急专项基金设立的可行性,预判国际社会的态度

与应对方式,分析该基金对中国等相关参与方的影

响,探索基金可行的运作方式。 采取这些措施,既有

利于实现对全球海员被遗弃事件的治理并对国际规

则的修改起到先导作用,又有利于推动中国由全球

海事治理的被动应对者向主动参与者转变。

五、结语

海员被遗弃事件的本质是典型的跨国性非传统

安全问题,其有效治理需要国际合作机制的充分实

施。 实践表明,专门规定海员遣返和相关船东责任

的 MLC
 

2006 及其《2014 年修正案》并未取得国际组

织和成员国所预期的效果,一方面新冠疫情加剧了

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现有处置机制存

在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不足。 笔者提出处置海员被

遗弃事件的国际合作机制可向责任明确、程序清晰、

共建共享的方向进行完善,进而明确处置原则及具

体责任,建立健全程序衔接条件与流程化的信息反

馈机制,设立海员救助应急专项基金。 经济强国必

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 统筹推进在海事治理领

域的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主动参与全球海事治理

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的重要标志。 中国已成为“海

洋事务新的活跃玩家”,[25] 完善海员被遗弃事件的

治理既是国际态势需要,又是国内战略重点,在进一

步完善港口国海员被遗弃事件处置程序的同时,应
尽快按照《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要求,建立健全船员

境外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并对经验、规律

进行总结,适时向 IMO 提交相关提案,形成船员领

域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好互动。 未来,海员救

助应急专项基金的设立与运行方式将是全球海事治

理领域讨论的重点与热点,中国应主动参与相关规

则制定过程中的“事前博弈”,发挥与国力相匹配的

作用,进一步增强全球海事治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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